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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藝事─看見粉樂町 系列講座一：城市策展》
與談人：張元茜、胡朝聖、張晴文。
張元茜：大家好！我是張元茜，如果你們來參加這個講座，應該都有看過粉樂町，甚至於有某種程度的參與。我當時參與第一屆粉樂町的策畫工作，將這名字的源起跟整個概念底定，是我和當時富邦藝術基金會的團隊，也包括朝聖在內，我們一起把它想出來，一起把它做完。回首這十六年，其實這個過程非常值得討論，粉樂町在臺北不只是扮演一個活動的舉辦者、有一個動態的感覺，倒過來講它應該是有一種靜態─市長在變，粉樂町反而沒有變。也就是很多民間，或是我們自發性的創意行為，其實是可以超越政治，也可以超越所謂文化政策。
這樣一個在城市當中，尤其在所謂比較密集經濟、商業發達的區域裡，能夠把創意跟大家分享的觀念，我覺得已經非常普及也已經有某種競爭的效益。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不同自發的單位一起來做事情，讓平台上的人自我競爭，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角度，才可以在藝術的高或低，或新潮或保守，讓做出來的東西有所不同。
我們重新再來思考一下這樣的城市美學的存在性？也討論城市美學能有多少種有效落實的方法，粉樂町只是選擇了其中一種，而它所具有的個別性，在延續多年後，到現在仍然有效。我旁邊兩位(胡朝聖、張晴文)，都是活躍者──在社會裡面常常就是所謂的激進分子，藝術裡的激進份子，用的不是武裝，而是其他力量，我想後續就請這兩位激進份子，來分享他們的經驗，聽聽城市美學不同的方式和力量(或許有的是打游擊的方式，有的是用群戰的方式)。之後，我們再把精神拉回粉樂町裡，回顧在大城市美學的各種不同面相中，它佔什麼角色，又是什麼策略能讓有些人為它奉獻青春，也讓我們所有市民跟著一起看這展覽。
胡朝聖：我當年是1999年到富邦藝術基金會任職。富邦藝術基金會在1997年成立，它定位在城市裏以當代藝術為介入方式，企圖在社區中和居民達成一種良善且親近的互動。2001年春天，我們最早在香港藝術中心，之後到澳洲伯斯(這兩個展覽都是在美學展覽空間策劃)，來到臺北後，由元茜姊定調，把展覽策在富邦藝術基金會長期經營的臺北東區。

當下我們就提出「無牆美術館」概念，希望打破牆的界線，把美學融入生活空間中。這樣的論述，它一直不斷在深化、感染，在東區，我們可以看到它不一樣的面向，比方，以前八零、九零零年代的東區都是最時髦、男女約會、去夜店的地方，可是你在東區大概看不到太多文化事件，東區就是一個很典型臺灣經濟起飛後商業與流行的中心。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東區在現代性的思考下，它有商業、有經濟、有流行、有時尚，但卻少了一個文化的發展。我們看香港、新加坡、上海，甚至到巨型城市北京，這種現在建築的尺度，很難能讓人在空間裡感受到溫暖，或者和空間有所對話。粉樂町被定調為「快樂的角落」，就是我們從角落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巨型建築出發，「角落」其實就是證明了「人」的存在意義跟現實。所以在大街小巷裡，因為有藝術品的參與和介入，路徑就完全翻轉了我對東區既定的刻板印象，每一條街、每一巷弄，都因此有了新的生命，也有了一個我跟他對話的機會。比方我跟策展同仁走在巷弄裡時，有些地方是我從未曾去過，當我走在那裡，我跟地方的關係是什麼？我有沒有可能在行經的過程中，重新挖掘東區這個現代都市的當下，而把歷史與過去也給翻轉出來？我認為不論城市怎麼發展，它終究必須以人活在裡面的一種方式和尺度來發展，否則這個城市只會成為一個非常冰冷的存在。
我們看到巴黎跟倫敦，在戰後都選擇保留原來城市的風貌，那種比較壅擠，一棟棟公寓或是樓房緊鄰的模式。巴黎後來因為拒絕不了現代化的誘惑，而發展出了全新的摩天高樓，可是在這地方我們絲毫感受不到那裡是巴黎，它少了一種溫度、少了一種人們可以窩居的角落，也就是策展人張元茜提到的─臺北的美學就在它的巷弄當中。所以我們要思考怎麼在一切以經濟指標做為發展的國家政策中，讓巷弄有一種新的可能，翻轉角落並回歸至貼近生活的尺度。
再來，我認為做展覽，它不單單只是作品跟空間的連結和對話。在過程中，我記得策展人張元茜常跟我說：「你要做這個展覽，就要想辦法去跟商店對話、跟周遭的居民對話，而不只是把一個東西丟進空間。」，所以其實整個展覽發展過程，是類似進行田野的經驗：我們怎麼走在東區的歷史發展？要思考它的人文、地理表情，它為什麼今天會走到這個樣子？在民國六零、七零年代，甚至在八零年代都還只是一片稻田的地方，為什麼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誰又見證了東區的發展？而當藝術家進入到這空間裡時，他又要怎樣去回應東區的歷史？就這樣在其中一步步的探索。
跟社區居民還有店家對話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常被拒絕，也被人討厭、懷疑，甚至被以為是詐騙集團…，就這樣一對一的和店家對話、帶著藝術家去跟他們聊天，透過許多閒置空間、歷史建物，我們也看到了東區一路以來的變化和發展，當作品放置到粉樂町的街道角落時，它不是藝術家霸道的進駐其中，更多的是放下了身段，跟居民、社區、店家有了溫馨的對話。有些作品是因應空間創作或修正，每當觀眾遊梭其中，看到不同的作品與空間對話，東區的歷史、東區的故事、東區的神話甚至包含東區的預言，也就在這個過程裡，慢慢地被揭露出來。
我覺得這是做粉樂町非常珍貴，也非常難得的經驗。2001年在策畫粉樂町的過程中，其實遭遇了很多的困難，那困難不只來自於人們的陌生感，也來自於大環境甚至包含當年納莉風災的困境與挫折。但在六年後，粉樂町又在2007年重新策畫，在這個執行的過程裡，我們不斷的發現東區的新故事和它的人文風景。
富邦藝術基金會執行粉樂町的這十六年裡，也有很多社會上不同聲音的鼓勵與質疑的意見，包含它是不是跟商業走得太近？或太靠攏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在不同時代用不同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而粉樂町在這種強大壓力底下，它如何可以依然保有藝術的初衷和純粹，但又可以跟商業合作，在既抵抗又合作的狀況下，發展出一段新的文化脈絡，我認為這就是粉樂町展覽的最大價值，它可貴在於不去全面的抵抗，與其抵抗，不如從中去進行資源的移轉，在這種經濟利益的交換底下，讓藝術有更多的平台可以發揮、讓藝術能夠堅持地把握住自己的價值，同時也讓商店學習尊重藝術的原創性，在空間裡支持藝術、保護藝術，使更多民眾可以共同接觸藝術的可貴性。這對藝術家，對到空間裡的每一個人來講，都是很好的學習，思考如何跟社區每個居民、每個不一樣的聲音進行對話，思考藝術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雖然過程中避免不了衝突，但我認為衝突反而是帶給粉樂町最珍貴的記憶之處。
當粉樂町以城市空間作為展覽時，連結起了過去許多斷裂的片段。要做這麼大一個展覽不是民間的企業自己有熱情，或者是一群工作團隊就可以執行的，尤其很多作品都是在屬於公部門的空間，或是很多的空間你其實並不知道它到底隸屬於誰？這些都得在過程中慢慢探索，以彌補起未知的空缺。我在過去這十五年來，也跟很多不同的企業一起辦了許多以城市美學為基礎的展覽，以粉樂町為解說範例，就會變成非常好溝通，也讓我們在推動城市美學顯得容易，不太有太多的困難；這些年，政府單位由初始的遠距觀望到現在願意跟民間團體合作，積極推動城市美學，我認為這是粉樂町在當中扮演了一個非常好的催化劑角色，也是粉樂町非常值得推崇的部分。另外，我個人的觀察，粉樂町還成功達到了縮短距離的基礎，讓民眾不再覺得跟藝術有那麼巨大距離，同時也增加了社區居民對自己社區的認同感跟尊嚴感。
最後就回到線性的歷史發展來談，過去我們只當東區是一個消費的樂園，可是粉樂町過後的這十五年，我相信它帶給東區或臺北市民更多發現角落的樂趣，那些曾經跟藝術一起對話，即便看不懂而疑惑的片刻，也都在這線性時間中不斷地進行累積，慢慢的堆疊出層次，最終在這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時間裏，藉由民間力量的創造，東區那些角落、街道也就慢慢的發展出城市美學的清楚輪廓；而我相信這些美學經驗對接下來臺北市的發展，或是以粉樂町為基礎，對於臺北其他區域的發展，應該都可以做為相互參照的珍貴經驗。
張元茜：剛剛胡朝聖講到我們做粉樂町，是為了跟城市互動；另外我要補充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驅使我們的就是由現代藝術進到後現代藝術。現代藝術，是在所謂乾淨純粹的藝術空間中，將藝術做唯一展現，你可以看到作品的個別性，觀眾可以區隔辨認現代藝術家們每一個巨大的心靈，以及他們的風格；但是到了做粉樂町的時候，當時有很多後現代的藝術家也好、建築師也好，都重新參與了一個「把社會拉進來」的工作，社會的文本、歷史情結…等各方面都是不可以忽視的，它讓藝術家們無法置外於社會。
再者，我們在做粉樂町的時候，也會讓藝術家自己去尋找空間，每個人有不同的眼睛，我看不到的別人不見得看不到，於是透過藝術家們的不同眼睛，在都市裏細膩的找到、與鑽進不同的視角內。
粉樂町選擇東區不是因為東區很方便或是什麼，而是我們堅信只有人的作為，才能夠讓空間的尺度多樣化到一個地步。在鄉下，大概就是鎮公所、學校、醫院等等，它是一個比較一般的尺度，但是它的大自然比較豐富，反倒人為的空間，就只有在東區這種完全資本主義、私人化的景況下，才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不同情況和尺度。我覺得臺北城市最缺少的，就是讓人們有不同的觀看方式、也讓人們有一種和這座城市約定的承諾，粉樂町，就是要抓到那一點點的感覺，在城市當中以空間的尺度感出發，抓出每個人覺知的那雙眼。
張晴文：藝術家不能置外於社會，我們看到當代藝術的展覽也越來越有這樣的趨勢，當藝術家，或是策展人把他的眼光望向整個廣泛的社會時，他會有很多對話的對象。這十幾年來，粉樂町在東區巷弄的城市角落所帶來的改變，或者是在人跟人、人跟藝術之間，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啟發，我想都是非常有成果的。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過往在作展覽策畫的例子裡，跟城市規劃相關且比較特別的一個案例─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四不像」。「四不像」計畫是由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的策展人馮博一，所發想出來，它代表四個城市，臺灣（臺灣當然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以臺灣做為一個地點）、澳門、香港、深圳，這四個地方各有一個策展人，共同一起合作，包括有我、香港策展人陳育強、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策展人林帆，以及澳門策展人朱焯信；展覽的遊戲規則是四個策展人必須以不屬於自己來歷的城市，或區域來做為策劃工作的對象；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提出展覽主題、參展藝術家(限定1980年以後出生，以讓展覽有個共通底調，不至有差距太大的藝術表現或是風格出現)以及展出的作品；並讓這展覽在這四個地方旅行展出。其中，我就是以香港為策劃對象，認識了後續要介紹的「活化廳」以及它的藝術家們。
活化廳，位於香港油麻地，是由年輕的藝術家們自主組成的一個藝術單位和空間，它的空間是街上一個由官方釋出的小房子，經營權可以使用兩年──這是香港藝發局所主導，將閒置空間提供給有需要的藝文人士的政策。油麻地在香港歷史裡是發展很早的城市，一般而言，並不會是時間有限的觀光客停留的首選，因為它沒什麼好逛，也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商場和景點。它大概有點像是臺北艋舺，是一個開發早的老舊社區，以居住、非商業開發為主，多數房子是非常低矮、舊形的建築，居住者以老人和小孩為多。這裡的商業也比較多是中小企業、或是一些小型的商家，比較跟大家日常使用直接相關，好比菜市場、廟街…是很有香港城市的味道和生活氣息的一個地方。

那活化廳裏的藝術家他們在那裏做什麼呢？這群藝術家並沒有把活化廳做成一個漂亮的畫廊，他們在裡面把它經營成一個非典型的藝術空間，它融入了當地的庶民生活和氣味，甚至簡直很像是一個里民活動中心般，用一種跟大家作好鄰居、好朋友的角度出發，然後把藝術帶給街坊。
住這附近的人大部分都做些小生意，像是賣菜或五金行、打鐵鋪、糕餅店…等，這些人的生活跟我們所謂的藝術，好像有一點距離。但是活化廳跟街坊鄰居的好關係，卻讓街坊的老人、叔伯、阿姨們不害怕去接觸藝術。他們透過每天的生活，以及舉辦活動，來讓從事藝術工作的專業者能和社區互動，像是「春季大旅行」，是一個活化廳幫街坊鄰居所辦的藝術壯遊，他們邀請街坊一起坐著免費的巴士專車去上環、中環參觀藝廊。一開始他們擔心會不會沒人報名，因為逛畫廊並不是大家有興趣的活動，結果沒想到不到兩個小時報名就全數額滿。活動當天活化廳還為大家製作帽子、背包、問卷、提供逛畫廊的小冊子等，邀請參加者在過程中去思考藝術活動與他自身的關係，或是藝術市場到底是什麼？並且後續在youtube上剪輯放映了一個短短的紀錄片，很真實的呈現當天這場旅行的過程。
我覺得自己在臺灣的藝術空間或畫廊裡，很難看到街坊鄰居像推開自家大門那樣坐在藝術空間中聊天，絲毫沒有負擔。活化廳他們採取的進入方式，和我們一直在討論的──藝術如何介入社區或社群，在做法上真的有許多不同。就像七零年代後波伊斯提出「社會雕塑」概念，談到藝術家對於社會而言所扮演的角色，肩負著某種可能，藝術家不再僅是單純的物件生產者，也可以是藝術裡的創發者。而藝術與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和生活有什麼關係？它要如何被落實在日常的生活裡？藝術與生活間的距離為何？其實也是很多藝術家一直都在探索的，而如今確實也能看到越來越多不一樣的做法。
香港是個高資本主義發達的島，生活步調很快，在這城市裏，藝術跟人的關係該怎麼去經營？如果我們站在藝術的本位角度去思考藝術跟人的關係？藝術又憑什麼以藝術之名去介入生活？我想在當代藝術圈裡有越來越多進入大街小巷、社區、進入你家我家的藝術做法，都給了我們很多不一樣的提示或創造。
活化廳辦的一些工作坊，除了與藝術相關的活動，有時候也會利用街坊鄰居的一些專長來讓大家互相交流。譬如油麻地其實居住很多移民，或主要從事勞動工作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巴基斯坦媽媽做點心很厲害，大家就在活化廳空間跟他學著做點心；他們舉辦「你肯學，我敢教」一系列藝術家工作坊。又比方香港藝術家石家豪就曾來這邊帶大家去做作品；另外，對香港而言，香港回歸之後談論六四話題其實是越來越禁忌的，但他們每年六四都會發起很多活動，像是邀請當地資深社運參與者帶領大家創作坦克車(六四的重要符號)，或以街頭抗爭看板、道具發想來帶領創作…等。活化廳藉由社區活動，將藝術帶到街區裡，建立在人與人間的日常生活上，這種分享的精神、藝術近距和社區、鄰居朋友們打交道的創作型態，則是讓我感到非常特別的一次體驗。
張元茜：晴文剛剛提到的是藝術在消費端和製作端如何將界線模糊化？將藝術家的專業性進行轉化、討論「藝術家」的界定範疇(所謂藝術家也可能跨足到思想、激進派、或是城市改造者…等等，又如同煮菜的阿嬤也能變成藝術家)。而至於粉樂町該用怎麼樣的方式在臺北的城市中，去找到臺北的不同面貌呢？
胡朝聖：在談粉樂町之前，我想先再提幾個不同城市的展覽經驗，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個展覽分別是2006、2008年新加坡雙年展(日本策展人南條史生所策畫)，以及伊斯坦堡雙年展。
在當年的新加坡雙年展中，策展人南條史生認為新加坡有囊括多元種族(其人口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都是華人，再來就是馬來人、印度人，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後，當地又再增加了許多中國移民。)、多種信仰(有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的國家特點，以此由宗教角度出發，將種族多樣性作為展覽的核心主軸，像是現在他們的National Gallery在過去其實是法院，透過展覽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如何去進行空間的解嚴，他們開始思考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後，藝術如何能扮演另個讓新加坡產業升級的推動元素，因此將閒置空間再利用，在National Gallery空間中，觀眾可以看到過去政治、法律等的歷史從不同族群文化出發去做相互參照，讓即便未曾到過新加坡的觀眾，藉由看展，都能快速而充分的瞭解到新加坡的歷史與過往，甚至是這個國家曾經發生過什麼傷心的、快樂的事。其中當然也有像剛剛晴文提到一般大眾的菜市場，或像街坊鄰居客廳型態的展覽，這類型展覽則可站在觀察者觀點去瞭解新加坡庶民生活的狀態。

2010年前我沒有去過印度，對於印度教的瞭解都是從電視得來，參觀雙年展過程中，我第一次進入印度街和印度廟宇，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差異，也能看到他們如何跟不同種族的人相處。每個藝術家都試圖在展覽中回應他們和當地社區、這個國家的一些關係，這是我覺得當時在新加坡看展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透過一個展覽去瞭解、看見不同民族如何相處，看到殖民的歷史和文化多樣性，當然其中新加坡政府一樣不放棄在每個環節進行城市行銷，讓國家的企圖心也介入這個城市型的展覽中。相較於粉樂町比較親近社區、敦親睦鄰型的展覽，南條史生在新加坡雙年展的策展概念上，則提出一個更宏觀的，以國家歷史發展為論述的內容。
伊斯坦堡是另外一個迷人的城市，它跟我們亞洲（像臺灣、中國、韓國、香港…等城市）在某些程度很相似。 2011伊斯坦堡雙年展是由中國策展人侯瀚如所策畫，他充分利用這座城市的歷史與建築，以經濟蕭條後的慘痛經驗（如何在經濟起飛後，作為一個類似於中國的世界工廠的轉化經驗），乃至以伊斯坦堡作為一個跨越歐洲及亞洲的國際大都會城市的背景來思考，邀請藝術家居住當地，花費將近一年的長時間，瞭解地方文化和歷史。其中有個令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它扮演著進出口、舶來品買賣的商場角色，多年來因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漸漸的沒落，在藝術家進駐這個地方後，就開始在該地思考發展一些關於經濟、勞工，甚至是童工、婦女的問題。在簡單的空間裡，他把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難處，以及內部的宗教問題、種族問題等，透過展覽發展出來。
回想這兩個展覽的觀賞過程，我自己一直在思索粉樂町有沒有辦法在十多年之後有另一種可能？

雖然我們知道它是屬於社區、跨界、與商業共舞，並結合歡樂、美好，多以歡愉角度切入的展覽，但粉樂町有沒有辦法再挖掘出什麼？或者說它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更激進的做法？甚至是一反過去氛圍，提供具批判、激進的角色？給予這座城市發展更多思考？我認為，未來粉樂町還可以為東區開創出什麼可能性？也是當前值得思考的議題。另外，粉樂町的轉變過程中，一直在強調「無牆美術館」，也持續讓藝術家進駐到各樣空間裡（事實上粉樂町早已成功釋放空間，並誘發出社區空間的創意動力與創意經濟力），它翻轉了寸土寸金的商業空間，將一切以坪效為思考的情況扭轉，推進藝術滲透影響了商業，當然也就提醒著藝術家要對現實環境提出更多的思考。
張元茜：我們對於自我居住城市的自覺是什麼？這是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觀看學習，而這一點點的觀察力之於這個社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在辦粉樂町時，希望能帶出的要素。臺灣是一個缺乏神話的民族，雖然我們有很多在地的祭典，但這些東西都很薄弱，同時我們整個國際的觀察力、挪用力、借用力也都還不夠，當藝術成為社會的一環時，可能我們也要更嚴肅地看待藝術家有什麼樣的責任，當藝術介入生活中時，不單是挑戰制度，還有關於商業、民主、環保、自由…等的不同問題要碰觸，或許還有製造神話的責任。在舉辦粉樂町過程中，不但在訓練我們的眼睛，也訓練觀眾的眼睛，然後共同來看看下一步能怎麼辦？思考臺北為什麼、如何讓人喜歡？
觀眾：我想請問張元茜老師，請問您當初做粉樂町是用土地倫理的概念來做嗎？那經過這十幾年後，您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或是反思那時候的想法？
張元茜：土地倫理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這是借力使力把一個經濟結構進行大搬移的想法，建設公司通常必須有樣品屋來進行行銷，而我們則是將建設經費當中僅佔小部分經費的樣品屋建構費，轉換為藝術計畫(土地倫理)，回饋土地其本該有的尊嚴。地面一旦蓋大樓，基本上大概幾百年都看不到這塊地，土地倫理就是針對都市過往一切變遷的尊重，文明是不可逆轉，城市是不可回溯的，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應更珍惜每個階段。粉樂町也與這想法相關，這也就是為什麼粉樂町十屆的堅持，這是一個隨時把眼睛張開的約定。雖然兩者之間有距離，土地倫理比較屬於悼亡詩式的詩意，而粉樂町是一種潔淨、快樂的感覺，可是它還是依尋前者慢慢演變而來的。
胡朝聖：土地倫理是在經濟計劃下，挪移經費來表達對於土地的觀點和想法，這其實是一種既對抗又合作的方式。
到了粉樂町的時候，展覽中介紹了很多藝術家，它是策展人對於「樂」的定義─可能指藝術家在自己領域、城市角落中，或在藝術生產行為上面對內我的快樂。當然這些快樂從藝術家的雙手再現出來時，依然有很多尖銳的部分。後來慢慢轉變到粉樂町在藝術家的選擇上有策展團隊不同觀點的介入，他其實都朝向一個歡喜的、節慶的氛圍。
沒有一個活動或是他的承諾是永久的，這也是為什麼粉樂町在這個階段裏面，他階段性的任務就該結束。我們少了過去，就無法對未來有著深刻的感受，也就會無法開展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而粉樂町的結束，我認為就是代表過去二十年來富邦藝術基金會在臺北東區所進行的文化經營，也是對於未來想像的再啟發，在未來，粉樂町或者應該說富邦藝術基金會他能夠為這座城市帶來什麼樣的發展，我認為這是非常巨大的挑戰，也相信它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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